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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腐败的成因和具体表现更加复杂，需要加

强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机制建设以巩固我国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成果，深化标本

兼治。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
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升任方式与腐败治理力度相关性较强；地方制度质量

水平既与腐败治理力度呈正相关关系，也能够正向调节地方主政官员个人特质

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推动腐败治理机制建设，应继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

廉政文化建设；加强政府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构建有利于腐败治理的制度体

系；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不断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注重加强制度质量，

提高制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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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
败。”阿克顿的这句名言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

中的腐败现象总是难以消除的原因。但政治实

践经验表明，积极有效的腐败治理还是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的。中

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

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腐败治理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变化，腐败的成因和具体表现更加复

杂，需要加强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机制建设，以

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深化标本兼治，而建设

积极高效的腐败治理机制离不开对腐败治理

过程中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鉴于

此，本文拟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份
的数据资料，尝试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探究地方

主政官员特质、制度质量与腐败治理的逻辑关

系和作用机制。

　　一、研究现状

　　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各级领导的个人特质
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因素。

在我国现行体制机制环境下，地方主政官员在

具体施政过程中主导性作用明显，拥有较大的

自由裁量空间。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施政行

为选择受到领导特质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关注。

不过，对我国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早期研究较

少关注地方官员的个人特质对政府行为、治理

效果的影响，而是将其视作一个整体，重点关注

财政包干制度改革对其带来的财政与经济激

励［１］。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地方官员的个体

性因素及特征，特别是采用多变量分析方法探

讨领导特质对施政特点及效果的影响成为新的

趋势［２］。部分学者率先将注意力集中到地方主

政官员个人特质与辖区经济的关系上。比如，

基于各省省长交流样本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对地

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３］；关注地方官员来源、

去向、任期和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省长、

省委书记个人特质因素分析不同省份经济增长

的特点［４］，或考察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经历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５］；根据一定时间内的全国地

级市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６］。此外，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开始关

注官员个人特质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例如，官

员个人特质对ＰＰＰ项目落地快慢的影响［７］，官

员特质与雾霾治理的关系［８］，官员任期与酒店

行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同时，一些学者也将企

业管理领域的高阶理论应用于官员特质与治理

效能关系的研究中。在高阶理论中，高层管理

团队的个人特质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背景

等均被视为影响企业组织战略选择与绩效的重

要因素［９］。比如，运用高阶理论分析我国 ＧＤＰ
百强市市委书记的个人特质对 ＧＤＰ绩效的影
响［１０］，以及省级主政官员个人特征对治理绩效

的影响等［１１］。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关于

地方领导个人特质的多变量分析大多聚焦在个

人特质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较少涉及腐败治

理力度与成效问题。

制度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资源配置方面扮

演着关键角色，所以良好的制度是国家和地区

的一种比较优势，不但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也决定着其他领域的治

理成效。因此，如果不考虑制度环境的规范作

用而只分析官员特质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就不够

全面，地方领导的个人特质所能发挥的作用需

要置于现有的制度环境条件下进行考察。与其

他有形资源一样，制度同样具有质量高低之分，

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

出现较多。例如，探讨制度质量的价值及衡量

制度质量的方法［１２］，营商环境中的制度因素在

经济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等［１３］。此外，还有不少

相关研究成果似乎已经表明，制度质量是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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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争的事实［１４］。同样，制度质量在腐败治

理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相对于侧重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基

于上述研究状况，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地方

主政官员特质、制度质量与腐败治理的逻辑关

系上，对在制度质量的调整规范作用下地方主

政官员个人特质与该地区腐败治理力度的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推进常态化的腐败治理

机制建设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思想教育、作风
建设、制度规范、舆论宣传等方面进行综合布

局，合力整治腐败现象。在此背景下，各地的腐

败治理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地

方主政官员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的影响可以忽

略，各地腐败治理成效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支持这种判断。基于此考虑，本文拟通过实

证分析揭示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特质和制度环

境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机制，从地方主政官

员特质对腐败治理的影响机制、制度质量对腐

败行为的约束机制、制度质量调节下地方主政

官员特质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

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１．地方主政官员特质对腐败治理的影响机制
地方主政官员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个人特质会对其所辖

地区的腐败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领导者

的注意力和偏好塑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策

略［１５］。地方官员的个人特质对其所辖领域产

生一定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但这种影响如何

发生以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有待深

入研究的问题。鉴于资料收集和量化分析的局

限，本文主要从任职时间和升任方式两个方面分

析地方主政官员特质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

（１）任职时间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
任期制度是指公职人员的任职时间有着明

确限制，达到一定期限后不能再次担任该职务

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不

断发展完善，干部任期制也逐渐制度化并全面

实施。目前，省部级党政正职领导一般为６５周
岁退休，在同一个职位任职不超过两个任期即

１０年，到６５周岁时任期不满的话可以再延期３
年。有研究指出，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有利于经

济长远稳健发展［１６］，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面影响［１７］。因为反腐败不但不可避免

地占据官员个人精力、政府资源等，而且会打破

存在腐败现象时形成的经济发展秩序和路径，

对发展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地方主政官员任职

期间，一方面年龄增长使晋升压力逐渐增大，在

这种压力驱动下，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

采取短期、见效快的方式来凸显政绩，因此对短

期内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事务的关注有所下

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主政官员不

断融入当地政治生态系统，愈加适应该地区的

制度环境，对反腐败的注意力会慢慢降低，对腐

败的容忍度可能会提高，腐败治理力度随之会

变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地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与腐败治理
力度呈负相关关系。

（２）升任方式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
官员晋升的路径包括由本地升任或由异地

调任。本文将异地调任分为从东南沿海较发达

省份或国企调任、从其他省份调任、从中央或国

家部委调任三种情况。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发

达，制度更为严密完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

较高，从这些省份调任过来的地方主政官员更

尊重制度，更具有法治意识与效率意识，对于腐

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的危害有着清醒

的认识，因而对腐败的治理力度会更大。从其

他省份调任的地方主政官员，由于刚进入新的

环境，人际关系简单、人情羁绊较弱，在立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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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时，对腐败行为的敏感度会更高，这些因素会

促使其加大对腐败的治理力度。由中央或国家

部委调任的地方主政官员政治站位更高，能更

严格彻底地执行中央政策，因此由中央或国家

部委调任的地方主政官员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

最低，腐败治理的力度最大。与由异地调任的

地方主政官员相比，直接由本地区升任的地方

主政官员在该地经历的任职时间较长，熟悉该

地区的政治生态，已经嵌入到当地复杂的关系

网络之中，对腐败的感知力相对较弱，难以增大

对腐败的治理力度，更容易选择维持现状。由

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与由本地升任的地方主政官员相比，由
异地调任的地方主政官员腐败治理力度更大。

２．制度质量对腐败行为的约束机制
广义的制度，既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正式

制度，又包括各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风俗习惯

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制度质量是对整个广义上

制度的衡量，包括一个地区的制度化水平程度

与尊崇制度意识的强弱。一般认为，制度质量

的高低与腐败程度成反比。这是因为制度质量

高的地区，法律和制度内容完善、体系完备、运

行良好、执行严格，法制的笼子扎得更紧。从政

府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权力不但被关在制度的

笼子里，而且还沐浴在阳光下，即政府的权力受

到法律制度的制约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对腐败

形成了有效的预防、监督和惩戒机制。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的权力不能滥用，政府对经济社会

管理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受限，官员进行权力

寻租的机会较少。从市场角度来看，一方面，有

效的预防机制、全面的监督机制、严厉的惩戒机

制使行贿成本增加，达到预期目标的难度上升，

而且一旦事发后果极其严重；另一方面，制度质

量较高的地区，契约化水平较高，交易费用和生

产成本较低，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向政府行贿

的动机不强，因而腐败程度较低。而在制度质

量较低的地区，由于法律和制度不够完善，或者

有法不依，政府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而得以

滥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过

多，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增加。为了在市

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这种违法成本较低、

行贿难度不大的环境下，企业向政府行贿也成

为“潮流”。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制度质量对腐败治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３．制度质量调节作用下地方主政官员特质

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

官员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对官员

的行为有着调节和规范作用。正如有研究指出

的那样，治理结构是治理过程的载体，对于治理

过程有限定作用；治理过程体现治理结构，也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型塑治理结构［１８］。在制度质

量较高的地区，各种制度更加健全，政府用权更

加规范，新上任的地方主政官员能够更快融入

当地官员系统，发挥自己应有的影响；同时，制

度质量又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行为发挥一定的

调节作用，使其个人特质不会对整个地区的政

策产生强烈的个人影响。制度质量较高的地

区，政策稳定而不会朝令夕改，经济社会更加健

康发展，市场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因素而产生大

的波动。较高的制度质量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

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和调节作用，引导地方主

政官员重视政府的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变，从而更

加注重廉洁政府的建设。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制度质量对地方主政官员个人特质及
其反腐力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１．模型设置、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在制度质量及其调整规范作用下，地方主

政官员个人特质与腐败治理力度的关系，根据

前文假设构建模型如下：

ｆｂｔ＝α＋β１ｚｄｔ＋β２ｓｊｔ＋β３ｓｒｔ＋β４ｚｄｓｊｔ＋

β５ｚｄｓｒｔ＋β６ｊｊｔ＋β７ｋ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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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ｆｂ是指腐败治理力度，ｔ表示年份，α表示

常数，β表示标准化系数。模型中有地方主政

官员任职时间、升任方式、制度质量、腐败治理

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６个变量，其中，

制度质量、地方主政官员任职时间和升任方式

为自变量，腐败治理力度为因变量，经济发展水

平和开放程度属于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名称、

含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说明

变量 含义

ｆｂ 腐败治理力度

ｚｄ 制度质量

ｓｊ 任职时间

ｓｒ
升任方式：“０”＝本地，“１”＝中西部省份，
“２”＝东南沿海省份，“３”＝中央或国家部委

ｊｊ 经济发展水平

ｋｆ 开放程度

ｚｄｓｊ 制度质量与任职时间的交互项

ｚｄｓｒ 制度质量与升任方式的交互项

（２）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

党委书记作为样本，将党委书记的任职时间和

升任方式作为变量。其中党委书记任职时间的

确定参考王贤彬等［４］的方法：对于在某年１—５
月份上任的，把该年记为党委书记任职的第一

年；对于在某年６—１２月上任的，把下一年记为
其任职的第一年。同时，对于在某年１—５月份
离任的，将该年的上一年记为任职的最后一年；

对于在某年６—１２月份离任的，将该年记为任
职的最后一年。这样可以避开一年中有多位党

委书记任职的情况，便于数据处理。将升任方

式设置为党委书记个人特质中的虚拟变量，从

本地升任的党委书记赋值为“０”；从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２２个省区市调
任的赋值为“１”；从山东、天津、江苏、浙江、福
建、上海、广东、海南８个省市或国企调任的赋

值为“２”；从中央或国家部委调任的赋值为
“３”。为了便于表述，分别将以上４个值所代
表的升任方式简称为“本地”“中西部省份”“东

南沿海省份”“中央或国家部委”。以上数据来

源于各省级政府网站、百度词条。

以各省份每万名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件

数作为腐败治理力度的代理变量。学界对于腐

败及腐败治理的衡量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有观

点认为，职务犯罪立案数量与腐败程度呈正比，

于是将职务犯罪立案数量与当地公职人员数量

的比值看作衡量腐败程度的依据。笔者认为，

将腐败案件与公职人员数量的比值视为腐败程

度事实上隐含了一种理想假设，即反腐败部门

有能力发现所有的腐败行为，并且腐败人员能

够被及时依法处理。各省份纪检监察机构调

查、立案审查腐败人员是党和政府主动反腐的

行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量是党和政府

公布的数据，因而腐败案件与公职人员数量的

比值只能体现被发现的腐败情况，除此之外可

能还有隐藏的腐败行为未被发现，更不用说进

一步的处理。因此，笔者更加赞同何增科的观

点，他认为每万名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件数

更多体现的是政府反腐败的努力程度［１９］，也就

是腐败治理力度，而非当地准确的腐败程度。

本文数据中各省份每年职务犯罪立案件数来源

于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公职人员数量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关于制度质量的测评和数据，王小鲁等发

布的市场化总指数是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依

据。该指数涵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

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

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五个

方面的综合性指标［２０］，并且对该指数的研究已

经持续了１０多年，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地
区整体的制度质量。因此，在相关研究中学者

们大多将其作为衡量制度质量的指标。本文关

于制度质量的数据主要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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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报告》（２０２１版）中直接获取。
此外，本文遵循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该省

份的人均ＧＤＰ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进出口贸
易额与该省份ＧＤＰ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２．实证结果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腐

败治理力度、制度质量与地方主政官员特质进

行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２。从相关性分
析的总体结果来看，腐败治理力度与制度质量

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地方主政官员的任

职时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升任方式有

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２　腐败治理力度、制度质量与地方

主政官员特质的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变量 ｆｂ ｚｄ ｓｊ ｓｒ
ｆｂ １

ｚｄ ０．２４７６

（０．００２）
１

ｓｊ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０）

１

ｓｒ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３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５２０）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号内为ｔ值，下同

借助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制度质量、地方主政
官员特质与腐败治理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３。回归方程中２个变量的ＶＩＦ值大于
１０，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为了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分析带

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应用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方法。
将制度质量、任职时间、升任方式、制度质

量与任职时间的交互项、制度质量与升任方式

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将腐败治理力度作为因

变量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当 Ｋ值为０．２５时，
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因此 Ｋ值
取０．２５。再次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分析结果
见表４。对模型进行 Ｆ检验发现 Ｆ＝１０．０５１，
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即模型通过 Ｆ检验。由表４
可知，制度质量、升任方式、制度质量与升任方

式的交互项与腐败治理力度之间有着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任职时间与腐败治理力度之间并没

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３　回归系数与共线性诊断结果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化

系数Ｂｅｔａ
ｔ ｐ

共线性统计

容差 ＶＩＦ
Ｃ １６．０７１ ３．３５２ ４．７９５ ０．０００
ｚｄ ２．４１２ ０．５９７ ０．６４３ ４．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４１１．９２３
ｓｊ ０．２９８ ０．４９０ ０．０８６ ０．６０８ ０．５４４ ０．１０７９．３３９
ｓｒ １．２３６ ０．４４４ ０．１７３ ２．７８４ ０．００６ ０．５５１１．８１５
ｚｄｓｊ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１－１．０２７０．３０５ ０．０８７１１．５５７
ｚｄｓｒ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３－０．６４８０．５１７ ０．４７４２．１１０
ｊｊ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２－４．９４７０．０００ ０．４２０２．３７９
ｋｆ －７．１７１ １．３９５ －０．３４２－５．１４１０．０００ ０．４８０２．０８３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数据的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ｆｂ
Ｃ １８．３２５（１５．０７８）
ｚｄ ０．５４０（３．７６４）
ｓｊ －０．１８４（－１．４４５）
ｓｒ １．３９７（４．５２４）
ｚｄｓｊ －０．０３０（－１．６４１）
ｚｄｓｒ ０．３２７（２．７１３）
Ｏｂｓ ３１０
Ｒ２ ０．１８９

调整Ｒ２ ０．１７０
Ｆ Ｆ（７，３０２）＝１０．０５１，ｐ＝０．０００

分析地方主政官员特质应考虑到经济发展

水平与开放程度等宏观因素，将以上５项自变

量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两项宏观控

制变量，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当 Ｋ值为０．９９

时，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因此Ｋ

值取０．９９。再次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分析结

果见表 ５。对模型进行 Ｆ检验时发现 Ｆ＝

９７４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即模型通过 Ｆ检验。

由表５可知，任职时间与腐败治理力度之间具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制度质量、升任方式、制

度质量和升任方式的交互项与腐败治理力度之

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再次进行

分析以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改变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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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时间段进行分析，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方

面的考量。

表５　加入控制变量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数据的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ｆｂ
Ｃ ２０．３６５（２１．６６２）
ｚｄ ０．５８３（７．９１５）
ｓｊ －０．１７８（－２．５４３）
ｓｒ ０．７０８（４．２２０）
ｚｄｓｊ ０．００３（０．２９４）
ｚｄｓｒ ０．２７６（４．３８３）
ｊｊ －０．０００（－４．２３７）
ｋｆ －２．２２７（－４．６１０）
Ｏｂｓ ３１０
Ｒ２ ０．２２６

调整Ｒ２ ０．２０３
Ｆ Ｆ（９，３００）＝９．７４３，ｐ＝０．０００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２０１７年以后，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整体环境的

变化对不同地方的腐败治理力度与其成效的关

系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五年

间，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使腐败势

头得到全面扼制，“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

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

展”［２１］。也就是说，在２０１７年之后，不但社会
上的腐败存量大大降低，腐败增量也是急剧减

少。因此，与之前相比，付出同样的腐败治理力

度，能够发现的职务犯罪人员越来越少。其二，

２０１７年之后，我国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影响到相关数据的来源

的一致性。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三省市先行设立各

级监察委员会，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

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这

次改革“把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

察机关反腐败相关职责进行整合，解决了过去

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

等问题”［２２］。改革后，以前由人民检察院调查

的贪污、贿赂等公职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原则上

由监察委进行调查。因此，２０１７年以后的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很少体现公职人员职务犯

罪的数据。不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稳健

性检验依然能够得出与上文相似的结论，也会

证明理论假设的正确性。

主观原因也有两点：其一，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
情暴发并在全球大流行，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这导致２０２０年后的相关数据波动很大。
其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２１版）
中的数据并不是连续的，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分
值的计算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分值
的计算以２０１６年为基期，因此两套数据不可比，
只能以２０１６年为界分成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

用同上文一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对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数据也应采用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
方法。将制度质量、任职时间、升任方式、制度

质量与任职时间的交互项、制度质量与升任方

式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开放

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将腐败治理力度作为因变

量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当 Ｋ值为０．９２时，自
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因而 Ｋ值取
０．９２。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数据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６。由表６可知，对模型进行 Ｆ检验时
发现模型通过 Ｆ检验（Ｆ＝２．４５６，ｐ＝０．０１６＜
０．０５）。总结分析可知：制度质量对腐败治理力
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由于样本量太

少，实证结果显示地方主政官员特质与腐败治

理力度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关系。但总体

来看，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数据进行 Ｒｉｄｇｅ回归分
析得出的结论与应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数据得出
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说明上述的分析结果是

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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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数据的Ｒｉｄｇｅ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ｆｂ
Ｃ １４．７１１（９．２１８）
ｚｄ ０．８３０（４．８０３）
ｓｊ －０．３５９（－１．６２５）
ｓｒ ０．２５５（０．９０９）
ｚｄｓｊ ０．０４３（１．５１９）
ｚｄｓｒ ０．０７５（１．９０８）
ｊｊ －０．０００（－２．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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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相

关数据分析，在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特质和制度

质量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方面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地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与腐败治

理力度呈负相关关系，任职时间越长，腐败治理

力度越小，这证实了假设Ｈ１。

其二，地方主政官员的升任方式与腐败治

理力度呈正相关关系，这证实了假设Ｈ２。

其三，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中，制度质量

对腐败治理力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证实

了假设Ｈ３。

其四，在制度质量的调节规范作用下，地方

主政官员的升任方式对该省份的腐败治理力度

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证实了假设Ｈ４。

２．政策建议

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继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政文化

建设。观念文化领域始终是腐败治理机制建设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只有夯实不想

腐的思想基础才能够抵御各种腐败思想的侵

蚀，因此务必要重视对干部进行常态化制度化

的理想信念教育，多措并举涵养培育领导干部

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同时，腐败治

理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积极的廉政文化环

境，即使“运动式”反腐，其取得的显著成效在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廉政社

会氛围。因此，坚定不移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在社会上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倡导廉洁行

为，营造浓厚的倡廉氛围，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

的能力，是促进常态化腐败治理机制有效运行

的重要一环。

其二，加强政府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构建

有利于腐败治理的制度体系。制度质量与腐败

治理力度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机制

的有效运转依赖于总体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与

协调，如果不同制度与规范之间衔接不畅或相

互冲突，在实际的腐败治理过程中就会形成很

多部门间或职能权限间的“壁垒”。因此，在加

强廉洁高效优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应以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加强廉洁政府建设

的顶层设计，系统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完善依法行政配套

制度和领导机制；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监察体制

改革，在实践中不断理顺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

机关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衔接；始终坚

持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深化腐败治

理机制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

其三，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不断优化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实证结果显示，在腐败治理

方面，地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与腐败治理力

度呈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地区的腐败治理力度

会随着地方主政官员任职时间的增长而逐渐弱

化。因此，不可只从经济是否发展和政治是否

稳定等方面考量干部的任职时间设置，而应从

反腐、民生、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维

视角，科学、合理、全面地确定不同级别干部的

任职时间，不断完善干部任期制度，消除因地方

主政官员任职时间过长而带来的腐败治理力度

消退的弊端。实证结果表明，异地调任的干部

实际上更有利于当地腐败治理工作的开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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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地调任干部会抑制晋升机制对本地干部的

激励效果。因此，要真正充分发挥异地调任的

作用，同时不打击本地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需

要把握尺度，掌握适度原则，建立合理多元的干

部调任晋升制度。

其四，注重制度质量建设，提高制度化水

平。在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下，不同地

方的制度质量高低表现为制度的约束力和塑造

性效果。无论何种制度，如果执行不力，对人们

的行为将很难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其社会塑

造功能也无法发挥。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

对于腐败治理力度具有很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因此，抓好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是推进

常态化腐败治理机制建设的关键。提高制度执

行力，应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做好

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在社会上

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

度的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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